
1957年 2月 27日，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国
务会议第 11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的讲话，经修改后，于同年
6月 19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正处》已发表了 50多
个年头，虽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正处》的理论对我国社会矛盾的解决，仍然有着十分重要
的指导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点

是社会矛盾尖锐、多发、复杂，这在基层表现尤为突出。在基
层矛盾化解中，有许多典型经验，“枫桥经验”就是其中之
一。以“枫桥经验”为例，探讨基层矛盾化解对《正处》理论
的运用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
“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的经验[1](P43)。在 1963年的
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

创造了“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
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同年 11月 22日，毛泽东同志亲笔
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
诞生。“枫桥经验”自诞生之日起，一直以化解基层矛盾为己
任，历经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而历久弥新。党中
央对“枫桥经验”一直非常重视。2003年在浙江诸暨召开的
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0周年大会上，罗干同志

指出：要学习创新“枫桥经验”，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
盾；2008年在浙江绍兴召开的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
经验”45周年大会上，周永康同志指出：要坚持发展“枫桥
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枫桥经验”可分为解决敌我矛盾的“枫桥经验”与解决
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两个不同阶段或更确切地说两
种不同类型。
（一）解决敌我矛盾的“枫桥经验”
解决敌我矛盾的“枫桥经验”主要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
内容：一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二是为“四类分子”评审
摘帽的经验。

1.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
20世纪 60年代初期，在改造“四类分子”运动中，作为

试点区之一的浙江省诸暨县枫桥区干部群众在统一思想的

基础上，采用摆事实、讲道理即文斗的方式，没打人，也没捕
人，就将“四类分子”给制服了。对此经验，毛泽东亲笔批示：
“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2.为“四类分子”评审摘帽的经验
枫桥区的干部群众于 1978年在全国率先给”四类分子”
摘帽，到 1978年底，枫桥区的绝大部分“四类分子”已摘帽，
这为全国给“四类分子”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经验。1979年
2月 5日，《人民日报》发表诸暨县枫桥区对“四类分子”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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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的长篇通讯：《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
（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枫桥经验主要包括：就地改造流

窜犯、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的经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

1.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
的经验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枫桥的干部群众运用“枫桥经
验”，从抓典型入手，经过多年的实践，在就地改造流窜犯方
面，摸索出了“管头（即做思想工作）、管脚（防止外逃的措
施）、管肚皮（安排好劳动和生活）”的成功经验；在就地改造
流窜犯的基础上，创造了“三清一落实”的“帮教失足青少年
和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所谓“三清一落实”，“三清”是指
查清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原因；查清违法犯罪行为的活动

规律，查清帮助教育改造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一落实”
是指落实帮教措施。

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
改革开放后，针对新时代背景和历史任务，枫桥干部群

众在全力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
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
机制，创造了“党政动手，各负其责，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维
护稳定，促进发展，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

交”的成功经验，实现了“矛盾少、治安好、发展快、社会文明
进步”的良好局面。“枫桥经验”发展成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的一个典范[2](P15)。

3.村民自治、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经验
近年来，枫桥干部群众创建了“平安协管员”、“治安信

息员”制度，创新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机制的同时，充
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强调“部门协同、村镇联动”，通过建立机制，预防矛盾；通过
民间调解，化解矛盾。2003年以来，开展与落实“综治工作
进民企”，促进经济发展，推进村民自治，实行基层民主法
治，建设和谐社会[3](P5)。
二、《正处》理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运用
“枫桥经验”是对《正处》理论运用与发展基础上而产生
的经验，它对《正处》理论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对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有

着深刻的论述，而“枫桥经验”正是其理论的生动实践。
1.正视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号召各级干部群众要正视矛
盾，而不要否定矛盾的存在。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
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
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
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
盾是普遍存在的。”[4](P372)“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
际的天真的想法。”[4](P364)他批判了“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
在矛盾”的错误观点并指出其后果，“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
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

处于被动地位”[4](P372)。“枫桥经验”充分运用了毛泽东的这一
观点，十分重视矛盾的存在，并且将矛盾放入大的社会背景

之下，根据社会背景来分析矛盾，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创

造了化解矛盾的经验。
2.科学分析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中说：“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
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
全不同的两类矛盾。”[4](P364)同时也指出，“矛盾着的对立的双
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4](P398)“坏
事也可以转变成为好事。”[4](P397)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矛盾
的现状与特点的。同样，“枫桥经验”根据不同时代背景与社
会现状，科学分析矛盾，这是它能解决好矛盾的前提。首先，
它正确定性矛盾，在“枫桥经验”解决矛盾的历程中，有着两
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改造“四
类分子”的经验与为“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是解决敌我矛
盾的经验，而就地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少年和一般违法人
员的经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村民自治、基层民主
法治建设的经验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其次，它重
视矛盾产生的社会背景，将特定矛盾与特定经济、政治、文
化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后，它正确分析矛盾的内容与特
点，每个时期经验的命名，就充分体现了那个时期矛盾的内

容写特点。如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中，如何改造“四类分
子”就是 20世纪 60年代我国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内容
与特点。
（二）运用正确方法解决矛盾

毛泽东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
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4](P365)敌我矛盾用专政方法解决，人
民内部矛盾用民主方法解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
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

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
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4](P368)他特别强调，决不能用解
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倒可以把一

些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处理[5](P218)。
如：“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
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
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

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4](P365)“枫
桥经验”正是在正视矛盾，科学分析矛盾的基础上，运用正
确方法解决矛盾。这表现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从宏观
上说，时代背景不同，矛盾特点不同，“枫桥经验”解决矛盾
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从微观上说，对同一矛盾，具体情况不
同，处理的方式也不相同。如在改造“四类分子”时，首先，明
确这是敌我矛盾，而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其次，根据具体的
实际情况，将“四类分子”分成两种，一种是破坏活动极大，
民愤极大的“四类分子”，一种是破坏活动不大，民愤也不大
的“四类分子”。对于前者，采用专政的方法，对于后者，采取
的是说理、教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
三、《正处》理论在基层矛盾化解中的发展
“枫桥经验”对《正处》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78



（一）把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视为解决矛盾的基础

毛泽东当年在《正处》一文中尚未深刻认识到发展生产
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出

路，这是理论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地方[6](P103)。“枫桥经验”
用生动的实践发展了这一理论，主要表现在：首先，靠发展

经济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
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

矛盾。基层矛盾是这一主要矛盾在基层社会的表现。这就表
明，物质文化的需要即经济的发展是解决包括基层矛盾在

内的所有矛盾的基础与中心。枫桥人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
点，所以他们提出的社会治安的总体思路，是“在经济发展
中，致力于提升工业化、推进城镇化，使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三个文明全面发展，进而从根本上预防和减

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其次，根据区域特点，发展块状经济，
以经济为手段化解矛盾。枫桥镇党委和政府积极推进产业
升级，大力扶持和发展轻纺、衬衫等优势产业，引导企业向
产业园区集中，这样既发展了经济，又提高了土地等资源要

素的利用率。产业集聚、企业规模做大以后，企业与农民争
地、争水、争电等矛盾也迎刃而解。最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
善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加强民主法治，依靠制度解决矛盾

毛泽东在《正处》一文中对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
盾有过论述，他说：“共产党人在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
时候必须采取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4](P371)，“我们曾经把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

叫做‘团结———批评———团结’”[4](P369)。但他对加强民主法治
建设的制度保障是明显注意不足[7](P45)。“枫桥经验”的实践
弥补了这种不足。加强民主法治，依靠制度解决矛盾，这是
“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发展。枫桥镇的基层民主法治建设
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抓科学的决策。枫桥镇建立完善了深
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
的决策机制，推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第二，抓透明有
序的监督。透明有序的依法监督是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保
障，枫桥镇通过政务、财务两公开，建立健全民主监督机制。
其中，财务公开包括实行财务公开日制度，对村级大笔开

支、村干部报酬、接待费用实行明细公布，让群众看得懂，并
建立民主理财小组，实行民主监督。第三，抓扎实有效的教
育。对广大群众进行普法教育，是开展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
重要内容。其具体包括：注重以文育人、注重以法律人、注重
以情感人三个方面。第四，重制度建设。“枫桥经验”重视制
度建设，充分发挥基层政权作用，依靠群众自治、就地处理
好治安问题。以公社为单位，建立三级调解组织，把大量纠
纷和治安事件解决在萌芽状态。反过来，良好的制度建设也
保障了基层自治的民主性与广泛性[3](P182)。发展基层民主制
度、加强法治建设，这是“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化解基层矛盾
方式、方法的新发展，也是对《正处》理论的新发展。
（三）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妥善处理矛盾

坚持群众路线，以人为本，妥善处理矛盾，这是“枫桥经
验”在新时期对《正处》理论的新发展。它具体表现在以下方

面：首先，“枫桥经验”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从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出发，一切为了不断满足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需要，促进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
全面发展。即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枫桥人也同样
把“四类分子”当人看，坚持按照“政治上区别对等，经济上
同工同酬”的原则和“给出路”的政策，尊重“四类分子”及其
子女的人格和基本权利。新时期的“枫桥经验”更是突出人
本关怀，如对外来建设者实行本地化、亲情化管理。其次，依
靠群众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是贯穿在“枫桥经验”各个不
同历史时期的一条主线[8](P54)。“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处理
好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几十年来，
“枫桥经验”就是依靠群众，通过及时排查矛盾、化解矛盾，
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可以操作的实践，把落实到

基层，落实到基层每个角落作为自己的责任。从“枫桥经验”
的实践来看，依靠群众，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必须依靠

高素质的群众。“枫桥经验”坚持以人为本，把立足点放在提
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上，着力

提高广大群众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必须依靠群众选举、
群众公认、为群众办事的基层组织。枫桥地区绝大多数矛盾
能够在基层得到化解，几十年保持社会稳定，关键得益于以

党支部为核心的健全的村级组织，广大基层干部有强烈的

事业心、责任感，善于做群众工作，在群众中享有较高的威
信，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最后，尊重和发挥
群众首创精神是“枫桥经验”的灵魂。从“枫桥经验”的产生
来看，它是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更是枫桥人民的伟大

创造。在“枫桥经验”孕育和诞生的过程中，有着深厚历史文
化底蕴和优良人文传统的枫桥人民做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决

定意义的重大贡献。
（四）创建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

与效果

创建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提高解决矛盾的能力与效

果，这是“枫桥经验”在新时期对《正处》理论的又一新发展。
“枫桥经验”的这些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主要包括：（1）“四
前工作法”即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
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2）“四先四早
工作机制”即预警在先，苗头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
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调解在先，矛盾纠纷

早处理。（3）“矛盾化解五分法”即分工负责，维稳责任具体
化；分块实施，综合治理网格化；分层掌控，源头预防动态

化；分级联动，矛盾化解即时化；分类管理，服务教育人本

化。（4）“部门协同，镇村联动的机制”即在镇一级通过加强
政法部门的横向联系与配合，加大、加快矛盾纠纷的调处力
度和速度；加强镇、管理处、村三级调委会的联系，矛盾纠纷
原则上按这三级逐级化解。（5）“审判与调解的联动机制”即
枫桥人民法庭对没有经过调解直接起诉到该法庭的矛盾纠

纷，发给《调解劝导书》，劝导当事人首先寻求调解途径，解
决矛盾纠纷。（6）对违法犯罪人员的“三帮三延伸帮教工作
法”即“三帮”指帮心、帮富、帮到底；“三延伸”指事先向监所
延伸，事中向生产延伸，事先向巩固提高延（下转第 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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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79页）伸。（7）对社会区矫正人员的“5+1”监管模
式即从镇司法所、协作站（社区）矫正小组、公安责任民警、
村治调组织、矫正对象家属五方面来确定人员，分别落实监
管职责。其中，“5”是指社区司法员、社区民警、驻村指导员、
村责任人和矫正对象家属五个方面的人员；其中“1”是指矫
正对象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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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孙子女、外孙子女之法定继承权完善
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法定继承权问题其实就是涉及到
代位继承的性质问题。一直以来代位继承分为两种学说，一
种叫代表权说。认为，被代位人的继承权是代位人继承的根
据和基础，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或拒绝继承，其直系卑亲属

即无位可代，因而不能继承。我国继承法采代表权说。按照
现有的代表权说，孙子女、外孙子女只有在被继承人的子女
未丧失继承权且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代位

继承。在子女丧失继承权或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孙子女、
外孙子女就无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遗产的法定继承权。
笔者认为，现有法律规定是不合理的。首先，祖孙之间
的亲情关系和经济联系不依赖于子女，子女不孝，并不当然

影响孙子女与祖父母的关系。法律直接规定子女丧失继承
权其直系卑亲属不得代位继承，不符合继承的习惯，也有违

被继承人的愿望[8]。如果承认可以代位继承，不仅符合按支
继承的习惯，而目可以最大限度地化解家庭矛盾。其次，如
果不依法保护（外）孙子女的法定继承权，则会出现这样一

种怪现象，即父母已经死亡的（外）孙子女杀害（外）祖父母

的，因其不是继承人，不会被剥夺继承权，同时因其父母没

有杀害继承人，享有继承权，故仍得行使其代位继承权；

（外）孙子女为争夺(外)祖父母的遗产而杀害其父母的，只丧
失对其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并不丧失对其（外）祖父母遗产

的代位继承权。所以，应当认定代位继承的固有权性质，这
种固有权利只要在被代位人先于代位人死亡时，就能够被

合法行使，不因任何其他事实的发生而改变。
（三）胎儿之法定继承权完善

笔者认为，如果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在胎儿活体出

生后才溯及于继承开始时享有继承权。不足之处在于实践
中使得胎儿不能在出生前，在继承开始遗产分割时由其父

母代为行使继承权，从而难以保障胎儿财产利益的取得。因
此，为了更好地保护胎儿的法定继承权，我们需要明确规

定，只要继承开始时存活的胎儿，便享有继承权。且无论出
生时为活体还是死体，均享有完整的法定继承权。同时，这
样也使得当发生母亲为了获得遗产而故意折磨自己，不惜

牺牲腹中的胎儿，例如，用吃打胎药，打坠胎针或秘密做人

工流产手术等手段打落胎儿，以谋取遗产，或者原法定第一

顺序继承人为了夺取胎儿应继承的遗产而瞒着胎儿的母

亲，买通、指使或引诱、胁迫助产人趁胎儿出生时害死胎儿
的情况时，可以按照继承法的规定剥夺行为人的法定继承

权，保护胎儿的法定继承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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